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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仰流年二十春俯仰流年二十春
““贝聿铭和他的家族贝聿铭和他的家族””特展的叙事建构特展的叙事建构

贝聿铭曾说：“我的根在中国。”理解贝聿铭，首先
需要回到孕育他的吴中贝氏。贝家的迁吴始祖，家谱中
仅载数语：“第一世贝兰堂，原籍浙江金华府兰溪县，明
中叶迁居苏州府吴县，世居阊门外南濠，以行医贸易为
生。”简略交代了贝氏家族最初的籍贯、迁居地、迁吴后
从事的生计。贝氏家族走向兴盛的关键转折，发生于第
七世贝慕庭时期。慕庭自幼体弱，遂弃儒从商，专事医
药贸易，往来南北，开拓市场，逐渐奠定家族经济基
础。至清代乾隆时期，贝氏已跻身苏州大族。其后相继
经营，维系不辍，使贝家的医药基业延续百余年之久，
成为维系贝氏多房生计的重要经济来源。

随着家族经济实力的提升，贝氏族人不再局限于谋
生劳作，转而投入诗文书画、金石考据、藏书鉴赏以及
戏曲雅集等活动之中，逐步在苏州积累起声望，形成一
定的地方影响力。例如，在书画领域，第九世贝点，临
摹吴门各家，无不得其精髓。苏州博物馆藏有贝点《花
卉》一卷，墨笔绘多种文人喜见的清趣雅卉，墨色浓淡
得宜，线条流畅而富节奏，阴阳向背皆有法度。卷后附
贝廷煦行书 《放翁绝句十三首》，二者相映成趣，成为
贝氏族人书画兼修的证明。至十五世贝聿玿，亦雅好丹
青，取法元明诸家，笔致秀润清雅，格调平和蕴藉。若
论金石碑帖与藏书成就，族人中当属第十世贝墉。他每
遇旧拓真迹，往往不惜重金购藏。十余年间，所积碑帖
已逾千卷。其后，他于齐门外井寺桥构筑别业，并以所
藏名之曰“千墨庵”。其间，两度邀请陆鼎、张伯凤绘
制 《千墨庵图》，广邀名家题咏。受乾嘉时期重考据、
尚金石学风的影响，贝墉对所得碑版、法书详加校勘、
摹勒、刊刻，使其得以流布。其中，《千墨庵帖》《宝严

集帖》两帖专收历代可信真迹，以精审著称。诗文创作
方面，则以第十世贝青乔最为卓著。贝青乔诗文多忧时
感世，沉雄坚卓，富有爱国激情。著有 《半行庵稿》

《半行庵诗存稿》《咄咄吟》《苗俗记》等。晚清思想家
王韬称其“具载当时军中利病，识者以为不愧少陵诗
史”。这些经贸与文化领域的积淀，为贝氏家族积累了
雄厚的社会资本，并继续通过积德行善持续扩大家族的
影响。除兴办义庄、赈济族里之外，近代以来的吴中贝
氏已逐渐由传统宗族慈善转向更广泛的地方公共事务参
与，在维护地方权益，推动自治建设、市政发展及社会
公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贝氏家族合照，前排左一为贝聿铭(贝氏建筑事务
所提供)

1915 年，贝聿铭父亲贝祖诒调往中国银行广东分
行。1917年 4月 26日，贝聿铭于广州出生。1918年，贝
祖诒举家移居香港，全面主持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业
务。凭此机遇，幼年贝聿铭得以浸淫在国际化兼多元文
化的环境之中，1923年，贝聿铭入读香港圣保罗书院小
学，开始接受“现代化的通才教育”。贝祖诒 1927年又
调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家庭随之由香港来到了上
海，贝聿铭进入上海青年会中学，继续接受现代教育。
苏州离上海很近，祖父贝理泰让贝聿铭每年夏天去苏
州，因为贝聿铭是“孙辈中较大的，理当更多了解家族
事务”，贝聿铭在苏州研究家族史，并学习祭祖仪式，还

“结识了直系亲属以外的其他家族成员”。苏州的环境和
祖父的身影，体现了昔日的中国社会极其重视人伦关系
和传统儒家价值观。这段经历深深陶染了贝聿铭，使他
肩负起一份责任，并与其根源建立联结，最终影响他的
建筑设计实践。这一时期，族内的叔祖贝润生购得狮子
林旧址及其附近基地，加以修葺，并设立承训义庄、贝
氏祠堂、族校。族中未成年子弟可于假期居住其间。叔
祖的慷慨，使贝聿铭可以穿梭玩耍于狮子林的假山及洞
壑之中。园林的实景熏陶，让青少年时期的贝聿铭逐步
意识到园林中自然和人工雕琢相互依存的重要性，也认
识到建筑空间尺度下，人在动与静之间设置风景的重要
意义。

而在上海接受现代校园的开明教育之外，贝聿铭也
接触到全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被称作“建筑界
诗哲”的建筑师路易斯·康曾有一句判断，“当孩子走
过一个城市时，他会看到一些事物，让他知道这一生想
要什么。”这句话似乎印证了贝聿铭的来时路。贝聿铭
求学上海期间，恰是国际饭店的建造施工阶段，其高耸
入云的楼体与鲜明的现代风格激发了他对建筑的兴趣。
贝聿铭晚年回忆道：“我自己找到了答案。那是一个叫
邬达克的建筑师设计的。我被国际饭店的高度深深地吸
引了，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做建筑师。”为了实现这
个目标，1935年 8月 13日，贝聿铭选择暂与故园的一切

作别，登上了从上海驶往旧金山的“柯立芝总统号”，
赴美全心全意学习，期望日后回来，为祖国的改革和现
代化进程贡献力量。但彼时无人知晓，贝聿铭重返故土
已是 1974年。

贝聿铭在狮子林湖心亭前（贝氏建筑事务所提供）

初到美国时，贝聿铭求学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这
里曾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成长的摇篮，学院派课程侧重历史
形态和宏伟规划。贝聿铭很快意识到，这种教学训练与他对
当代建筑的追求不符。学了两周后，他果断决定转学至麻省
理工学院，接受系统的建筑与工程教育。与此同时，勒·柯布
西耶等现代主义建筑的领军人物亦对其产生深远影响。更重
要的是，贝聿铭在这一阶段逐渐萌生了将现代主义方法与中
国现实问题结合的意识。1939年，他的本科毕业设计以战时
中国内陆地区的社会问题为背景，提出一套标准化、低成本
的“宣传站”建造方案，用以传播知识、改善民生。1942年，贝
聿铭进入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在哈佛期间，他
师从包豪斯创始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并受到马塞尔·布劳
耶等流亡欧洲现代主义建筑师的影响。此时的哈佛设计学
院，正处于从学院派向现代主义教学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
强调建筑的技术性、社会性与时代性。贝聿铭既吸收了包豪
斯强调结构与功能的观念，也逐渐意识到现代建筑不能脱离
地域传统与文化经验。这种思考集中体现在他1946年的硕士
毕业设计“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中。

1948年夏，贝聿铭放弃了哈佛大学留校助教的职位，受
地产商人威廉·齐肯多夫想要重建战后美国城市的宏图感
召，入职齐氏威奈公司。1955年前后，齐肯多夫公司的经营方
式与贝聿铭的职业规划有了些许的偏离，贝聿铭感觉日常负
责的低收入住房和纯商业项目，可能阻碍了他对于建筑艺术
性的探索，也无法获得大型机构的委约项目。基于这层因素
的考量，贝聿铭选择自立门户。就此开始，贝聿铭事业逐步起
步，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艾弗森艺术博物馆、肯尼迪图书

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及大卢浮宫计划等项目的成功落
地，令他声名大噪。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邀请他参与北京长安街高层建
筑设计，但贝聿铭基于自身城市更新经验，明确反对在古都
核心区域大规模兴建高楼，并提出长安街建筑应限制高度，
以维护北京历史风貌。最终，他主动选择了去设计位于西山
香山地块的低层饭店项目，希望以一种更克制、更具文化根
基的方式回应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命题。在香山饭店落成前
后，贝聿铭又接受了另一项具有特殊意义的委托——设计香
港中银大厦。对于出身贝氏家族的贝聿铭而言，这不仅是一
项国际金融建筑工程，更带有深厚的家族情感与传承意味。

与香山饭店探索低层院落式空间不同，中银大厦是隶属
香港都市天际线的摩天建筑。贝聿铭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厚
重塔楼形式，而是以“竹”为核心意象，将建筑平面划分为不
同高度的三角结构，使整座大厦犹如竹节层层向上生长。三
角形体系不仅赋予建筑鲜明而锐利的现代感，也具有极高的
结构效率，使高层建筑在台风环境中更为稳定。这种独创性
的形体语言，突破了传统摩天楼的单一体量模式，也使中银
大厦成为香港城市天际线中最具辨识度的建筑之一。贝聿铭
曾将它比喻为“向上生长的竹子”，并说道：“我和我的建筑都
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竹子在中国文化
中象征坚韧、气节与生命力，而这一精神，同样贯穿于家族的
传统之中。展览中的《竹石乔柯图》，曾为贝氏家族珍藏，由第
十世贝墉、第十一世贝省三递藏。倪瓒笔下疏竹、坡石与古木
所体现的清逸气质，不仅滋养着江南文人的精神世界，也似
乎影响着贝聿铭对于东方美学的理解。

1990年，贝聿铭及合伙人事务所改组为贝考弗及合伙人
事务所，贝聿铭从事务所退休后不再全职工作，但仍以个人
名义承担了一些项目。2002年，贝聿铭签下苏州博物馆新馆
设计协议。对于已退休多年的贝聿铭而言，这次项目不仅意
味着返乡，也意味着职业生涯最后阶段的严峻挑战。加之项
目所选地块位置特殊，更令苏州博物馆新馆的建设自始便备
受瞩目。新馆选址定于苏州古城历史街区，毗邻明代拙政园，
并将一旁的太平天国忠王府纳入整体规划中。自 1960 年以
来，忠王府一直作为苏州博物馆馆址使用。因此，新馆建设不
仅关涉现代公共建筑的设计，更关乎古城历史风貌的延续。
由于社会公众及学界普遍担忧新建筑的出现会破坏拙政园
与忠王府之间既有的历史连续性，贝聿铭在设计过程中多次
邀请吴良镛、周干峙、傅熹年等建筑与文保专家一同论证，希
望能在历史保护与现代建筑表达之间寻求平衡。

在主体设计理念上，贝聿铭并未主张对苏州传统“白墙
灰瓦”建筑形式进行直接复制，而是强调“协调”应建立在传
统与创新结合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在选址地块上的新旧建
筑“不必雷同，但应和谐”，因此反对以简单套用传统符号的
方式营造古意，而希望通过现代建筑语言回应苏州古城的历
史环境。最终，新馆采用白墙与深灰色花岗岩坡顶，并将墙体
与屋顶处理为统一的几何结构，以物料改良和结构创新再诠
释江南传统建筑的灰瓦斜顶形态。为避免苏州博物馆新馆对
周边历史景观形成压迫，贝聿铭采取了建筑主体大量下沉，
两层建筑约有一半位于地下，严控整体高度的设计，进而维
持了拙政园与忠王府原有的空间尺度与视觉关系。

贝聿铭设计的主庭院片石假山最具代表性。其设计灵感
既来自米氏父子《云山图》的烟云意境，也与《园冶》“以粉壁
为纸，以石为绘”的叠山理念相关。贝聿铭并未沿用传统文人
园林中以天然湖石堆叠假山的方法，而是将泰山石切割成
片，通过排列与火燎形成具有层次感的山石构图，使山水从
自然形态转化为一种具有绘画性的现代景观语言。尤其当观
者自圆洞门向北看去，更能体会《园冶》中“收之圆窗，宛然镜
游”的观看方式，即园林并非单纯的实体空间，而是经过框景
与视线组织后形成的游观体验。与“片石”相对应的，则是贝
聿铭提出的“插枝”观念。贝聿铭特别提出要将旧馆的“文藤”
枝条嫁接至新馆庭院，以此象征传统文脉在现代空间中的延
续。他曾提出，“有了好的根可以插枝，把新的东西、能用的东
西接到老根上去，传统就活了。”为此他在入口的右手侧设计
了一间紫藤茶室，既回应苏州园林“可游可居”的生活传统，
也使新馆得以延续吴门文脉。

如果说“片石”与“插枝”主要对应造园手法与文脉传承，那
么“拟古”则更多体现于贝聿铭对中国古代建筑传统的接纳。虽
然苏州博物馆整体呈现为现代主义风格，但馆内仍特别设置了
一处纯粹的传统建筑——宋画斋。贝聿铭认为，现存苏州古城
风貌多形成于明清时期，而反映苏州面貌最重要的一张地图

《平江图》则代表着宋代城市文化，因此有必要在苏州博物馆中
保留一处具有宋代意味的建筑空间，使观众能够从历史层面理
解苏州。由于宋代木构建筑遗存极少，其设计只能依据《营造法
式》及宋代绘画资料加以复原。在强调吴门文脉延续的同时，贝
聿铭也始终将苏州博物馆视作一座面向未来的公共文化机构，
而非成为旧物的保存空间。因此，在展厅分配中，他有意识地为
博物馆预留出一间现代艺术厅，使“求新”成为新馆的重要方向

之一。早在新馆尚未建成之时，他便邀请华人艺术家参与开馆
展览，希望以当代艺术回应苏州古城，并为博物馆确立开放而
持续生长的运营路线。

从这些视角看去，设计苏州博物馆，给了贝聿铭一次重
新理解故乡、重新理解自己的机会。某种意义上，他在这座建
筑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随着这座博物馆的建成，一个
延续数百年的吴中贝氏家族，也渐渐在他的生命脉络中重新
清晰起来。 （供稿：苏州博物馆 执笔：吕文涛）

吴中贝氏

少年游历

归根故土

负笈西行

苏州博物馆新馆建筑设计方案展览（左二为贝聿铭）

贝聿铭与建筑专业学生考察团在施工现场旁的合影

贝聿铭在紫藤园建设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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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载芳华，俯仰而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子
二十岁行冠礼，标志着从少年迈向成人，仍怀蓬勃朝
气，开始承担新的家族使命。对于苏州博物馆而言，
二十年同样重要，可以透视馆舍的成长历程，也是审
视它价值的节点契机。

2006年，苏州博物馆新馆正式向公众开放。现代
主义建筑大师贝聿铭以其独特的建筑语言回应苏州的
历史文化，将园林意境、地域传统与现代博物馆功能
融为一体，使本馆建筑成为传统与现代对话的重要
范例。

2026 年，苏州博物馆在新馆落成 20 周年之际，
以“问君何处来”为题，策划“贝聿铭和他的家族”
特别展览，回溯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家族根源与其
个人成长经历。展览从吴中贝氏家族的历史演进与苏
州地方文化出发，梳理其家族的艺文传统与近代转
型历程，系统呈现贝聿铭如何将传统文化经验转化为
现代主义建筑语言，并最终以苏州博物馆这一代表作
回应故土。展览力求在纪念性呈现之外，为社会公众
提供一种理解贝聿铭及其建筑的文化路径，展现中国
家族传统在现代世界中的延续与创造。

苏州博物馆新馆主庭院


